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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组织创造力和创新研究与实践的一大误区, 是重视员工的创意生成而忽视决策者的创意识别。

决策者对组织创新的影响更大, 探讨决策者创意识别的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是本领域研究的新方向。决策

者的心智模式——即个体用以描述、解释和预测事物并指导判断和决策的知识及信念结构, 是影响创意识别准

确性的关键因素。然而, 其重要性尚未得到充分认识。本项目以创造力的系统观作为理论框架, 综合采用实验

和现场研究方法, 通过 4 个子研究揭示固着型与成长型两类决策者的心智模式影响创意识别的中介机制, 并
探讨决策者、创造者和环境三个子系统影响决策者创意识别的协同作用。本项目从决策者角度探讨其创意识

别的过程及结果, 在理论上为组织创造力和创新研究引入了新视角和新议题, 并有望为决策者如何规避创新

决策的陷阱提供实践指导。 
关键词  组织创造力与创新; 决策者; 创意识别; 心智模式; 固着型/成长型心智模式 
分类号  B849:C93 

……千里马常有, 而伯乐不常有……曰： “天
下无马！” 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韩愈《马说》 

1  问题提出 

创造力和创新是个体和机构获取相对竞争优

势、谋求长足发展的最重要驱动因素。为了实现

创新, 众多机构不约而同地投入了大量资源 , 以
期激励员工产生更多新颖且有价值的创意、产品、

服务或流程(Amabile, 1996; Liu, Gong, Zhou, & 
Huang, 2017; Zhou & Hoever, 2014)。然而, 正如开

头引文所言, 组织的创新瓶颈常常并不是员工缺

乏创意, 更多时候可能是因为决策者无法将真正

有潜力的创意鉴别出来。组织的决策者一边抱怨

创意匮乏, 另一边却不能慧眼相马, 识别出真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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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潜力的创意。商业发展史上, 伟大创意被决策

层错误否决的例子可谓层出不穷。例如, 诺基亚

公司是最早推出触屏智能手机的厂商之一, 但却

错失了智能手机这一革命性的市场机遇而仍然专

注于移动手机市场, 最终被彻底颠覆, 诺基亚手

机业务最后亦被微软收购; 中国移动早在 2007 年

就研发推出了飞信这款领先的个人即时通讯工具, 
但最后却错失了以微信为代表的个人即时通讯市

场, 目前在移动互联网大潮中举步维艰。由此可见, 
将重心放在创意产生(idea generation), 而忽视决

策者如何高效地开展创意识别(idea recognition)
工作, 是组织创新实践领域的一大误区。对组织

创新而言 , 决策者如何提升创意识别的准确率 , 
筛选出真正有价值的创意进行培育、完善、落实

并推进更为关键。因而, 将焦点从员工的创意产

生转向决策者的创意识别, 既是组织创新实践的

需要, 也将为组织创造力和创新研究领域引入新

视角, 甚至产生研究范式的转变(Mueller, Melwani, 
& Goncalo, 2012)。 

在创意总体数量多、但有价值的创意数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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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组织资源有限的现实背景下, 决策者必须通过

有效的创意识别以更好地匹配资源。但是, 决策

者常常无法有效地将最有价值的创意识别出来 , 
而是做出错误判断(Mueller et al., 2012; Mueller, 
Melwani, Loewenstein, & Deal, 2018), 有时决策

者的判断甚至还不如普通人准确(Berg, 2016)。创

意识别的结果决定了组织创新启动的方向, 揭示

影响决策者创意识别准确性的决定因素, 是本领

域需要优先探讨的议题。有限几个研究敏锐地注

意到, 决策者所秉持的心智模式, 是影响其如何识

别创意的关键因素(Elsbach & Kramer, 2003; Mueller 
et al., 2018)。心智模式(mental models)是个体对特

定领域内各种关键要素如何彼此相连的结构化的

知识体系, 是个体理解当前情境并进行判断和决策

所依赖的内部心理机制(Johnson-Laird, 2010; Rouse 
& Morris, 1986)。在创意识别过程中, 决策者依赖

自身建构的心智模式进行决策和判断(Elsbach & 
Kramer, 2003), 而心智模式也会影响判断准确性

(Mueller et al., 2018)。探讨决策者心智模式对创意

识别的影响及其机制, 是本领域的新议题。目前

而言, 决策者心智模式的重要性没有得到充分认

识, 作用机制更待进一步探讨。 
鉴于此, 本项目以创造力系统观(The Systems 

View of Creativity) (Csikszentmihalyi, 1988, 1999)为
统领性理论框架, 从决策者角度入手, 探讨决策者

的成长型/固着型心智模式(growth/fixed mindsets)1

如何影响其创意识别的效果; 并进一步探究作为

组织创新看门人的决策者、作为识别对象的创造

者子系统、作为情景因素的组织环境子系统如何

相互作用, 共同影响决策者的创意识别。 
本项目有望对组织创造力和创新的理论和实

践做出贡献。理论层面, 项目将研究视角从创造

者转向决策者, 首次提出围绕决策者的心智模式, 
探讨创意识别的影响因素, 并采用系统观综合探

讨决策者与组织创新其他子系统的交互作用, 为
组织创造力和创新领域带来新的研究视角和新的

研究主题。实践层面, 项目关于决策者心智模式

的研究成果 , 可以为决策者如何避免决策陷阱 , 

                     
1 Mental models 和 mindsets 两个概念内涵接近, 相对而言

前者更加严谨 , 多见于正式的学术性文章 , 后者则多见于

通俗情境。本项目相互通用, 不作严格区分, 并统一翻译为

心智模式。 

优化心智模式及提升创意识别能力提供理论指导。 

2  文献综述 

接下来, 首先回顾组织创造力的研究现状, 指
出存在的误区, 并以创造力系统观为指导提出创

意识别研究的总体思路; 然后总结决策者创意识

别的各种偏差, 并初步分析其主要原因; 最后探

讨决策者心智模式在创意识别中可能起到的作用。 
2.1  创意识别在组织创新过程中的重要性 

组织创造力研究主要探讨了在特定组织环境

下, 员工产生新颖且有价值的创意、产品、服务

或流程的过程及结果(Shalley, Zhou, & Oldham, 
2004; Woodman, Sawyer, & Griffin, 1993)。经过多

年发展, 该领域成果丰富。前人研究表明个体特

征、领导行为、团队特征、组织氛围等因素, 以
及诸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显著影响员工创造力

(Anderson, Potocnik, & Zhou, 2014; West & Sacramento, 
2012; Zhou & Hoever, 2014)。然而, 也有研究者指

出, 不能仅关注创意的产生阶段, 对组织机构而

言, 创意实施(idea implementation)更加关键(West, 
2002)——让新颖创意体现出其潜在价值, 产生实

质性影响, 才能真正实现组织创新。因而, 要通过

创造力在组织内获取竞争优势, 在提出创意之后, 
员工还必须向各方积极推广自己的创意(Janssen, 
2001; Scott & Bruce, 1994), 并获得关键他人支持

(Baer, 2012; Lingo & O'Mahony, 2010; Perry-Smith 
& Mannucci, 2017), 使得创意得以实施。 

但对组织创新而言, 创意数量不是重点, 质
量才是关键。Chandy, Hopstaken, Narasimhan 和

Prabhu (2006)发现 , 研发数量多的制药公司 , 其
产品转化效果并不好 ; 研发转化成功率最高的 , 
反而是那些研发数量中等、但能专注于自己专长

范围、选取高质量研发项目进行转化的公司。毫

无疑问 , 将真正具有价值的少数创意识别出来 , 
经过反复打磨完善后逐步实施, 才是决定组织创

新能否取得成效的关键环节(Berg, 2016)。一旦在

创意识别环节就出现重大失误, 比如选择了不佳

项目加以推进, 不但创新目标难以实现, 还浪费

了组织资源和创新机遇(Kornish & Ulrich, 2014)。
另一种失误更加难以觉察, 即否决了极具潜力的

创意从而错失了有望获得成功的创新。大多数情

况下创意数量多, 但真正有价值的创意却相对稀

缺, 决策者必须花费大量人力、物力和时间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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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创意评估和筛选(Stevens & Burley, 1997)。 
创意识别连接着创意产生和创意实施环节 , 

是组织切实启动创新的关键环节(Berg, 2016; Zhou, 
Wang, Song, & Wu, 2017)。然而, 组织创造力和创

新领域的一大误区, 恰好是组织仅关注如何激发

员工提出新创意或如何推进创意实施, 而忽略了

创新管理和决策者如何进行创意识别(Mueller et 
al., 2012)。要走出这一误区, 需要转变研究视角, 
将焦点从产生创意的创造者, 转移到负责创意识

别的决策者身上, 探讨影响决策者创意识别准确

性的因素、作用机制以及边界条件。 
Csikszentmihalyi (1988, 1999)的创造力系统

观, 为组织创造力研究视角的转变提供了理论框架

(见图 1)。该理论借鉴进化论思想, 其核心观点是, 
任何一项创造成果的产生, 都是三个子系统——

个体、领域(field)与范畴(domain)交互作用的结

果。具体而言, 一项创造成果的产生历经三个阶

段：(1)范畴内一系列法则和实践指明何为有价值

的内容, 这些信息传递给个人, 并成为个人创造

的准则和依据; (2)个体作为创造者, 产生异于范

畴内既有实践的创意; (3)该变异能否留存下来成

为范畴内的重要成就, 还必须经过领域的选择。

领域发挥看门人(gatekeeper)的作用, 根据范畴的

规则和实践加以判断和选择。这决定了个体创意

能否进入范畴并为其他个体所知晓。创意如果通

过了选择, 则被认可成为范畴中的创造性成就得

以传衍下去, 成为范畴的一部分并影响其他个体

的后续创造过程; 否则就会像大多数新颖想法一

样被遗忘掉。扮演看门人角色的人, 通常是范畴

或特定领域的关键决策者, 例如学校老师、组织

管理者、基金会和学术机构官员、期刊编辑和/或 
 

 
 

图 1  创造力的系统观 
资料来源：Csikszentmihalyi, 1999. 

审稿人、投资机构投资人等。上述三个子系统的

交互作用体现在：范畴为创造者及决策者的创新

活动提供信息及指导准则; 创造者产生创意并提

交给决策者评议, 后者依据准则进行评估与选择; 
创造者和决策者的互动, 最终又为范畴提供了新

的信息。 
创造力系统观同样可以用来解释组织创新过

程和结果。创意产生实质上也是一种变异(Mainemelis, 
2010)。但是, 员工产生的有别于组织当前产品、

流程和服务的新想法是否有价值, 其倡议的创新

能否在组织内得以启动 , 从而发挥实质性影响 , 
还取决于看门人(即各层级决策者)对之识别与评

估的结果(Kickul & Gundry, 2001)。组织分工决定

了员工和决策者各自扮演不同角色, 员工作为创

造者主要承担创意产生的工作, 决策者则以认可、

支持、否决他人创意的方式参与组织创新(Mueller, 
2017: p.100)。而且很多情况下, 决策者对组织创

新的影响通常高于负责产品研发与实施的创造者

(Mollick, 2012)。此外, 组织机构一方面为两者提

供资源, 另一方面又通过设定正式规则或非正式

规范对创新活动加以引导和约束。由此可见, 组
织创新的三个关键要素——创造者、决策者与组

织环境——正好对应于个体、领域和范畴三个子

系统, 三者相互作用, 共同影响组织创新。 
需要指出的是, 组织创造力和创新领域的现

有研究大多聚焦于员工这一创造者子系统, 仅关

注员工的变异产生过程和结果, 相对忽视决策者

的关键角色。我们认为, 从创造力系统观出发, 将
视角从创造者转向决策者, 探讨决策者创意识别

的过程、结果、影响因素及其作用机制, 是本领

域的新方向。 
2.2  决策者创意识别的初步研究 

新近几项研究为创意识别的研究提供了有益

启示(Berg, 2016; Mueller et al., 2018; Zhou et al., 
2017)。但总体而言, 对创意识别的探讨仍处于起

步阶段, 数量亟需增加, 研究深度和议题多元化

程度也有待加强。前人的多数研究还停留在讨论

决策者创意识别是否出现偏差这一问题上, 对影

响准确率高低的因素的讨论不足。接下来, 我们

简要总结决策者创意识别研究的现状。 
在组织创造与创新活动中, 决策者角色的主

要职责包括鉴别创意质量, 筛选出合适创意, 并
进行预算分配, 进度监控, 最终推动其成功实施

Adv
an

ce
s i

n 
Psy

ch
ol

og
ic

al
 S

ci
en

ce



574 心 理 科 学 进 展 第 27 卷 

 

 

(Mueller et al., 2018)。上至组织管理架构的最高层, 
下至项目负责人、团队小组长、一线部门经理等

基层领导者, 都或多或少承担决策者角色。随着

管理层级上移, 相应级别决策者的责任更重、影

响面更大。创意识别通常围绕着创意的新颖程度、

潜在价值和实施成熟度三个指标来开展, 是一个

多轮反复评估的过程(Stevens & Burley, 1997)。通

常, 新颖度判断是创意识别第一步, 如果被认为缺

乏足够新颖度, 创意识别实际上就终止了(Diedrich, 
Benedek, Jauk, & Neubauer, 2015; Ford & Sullivan, 
2004)。随着阶段深入, 决策者还将进一步考虑其

价值大小, 在后期还可能会考虑实施成熟度, 包
括实施该创意对时间、人力、资金等组织资源投

入的要求(Dailey & Mumford, 2006)。 
决策者判断失误的例子非常普遍。无论是在科

研学术领域, 如基金评审(Boudreau, Guinan, Lakhani, 
& Riedl, 2016)、论文评审(Siler, Lee, & Bero, 2015), 
还是在商业机构(Criscuolo, Dahlander, Grohsjean, 
& Salter, 2017), 决策者常常都无法识别和正确选

择高质量的创意, 而是将其扼杀掉。即使是新颖度

判断, 不同人都存在巨大分歧(Mueller et al., 2012; 
Mueller et al., 2018; Zhou et al., 2017); 对实施效

果进行预测, 误差更是不可避免(Berg, 2016)。 
决策者创意识别的偏差还体现为惩罚高新颖

度的创意。Criscuolo 等(2017)发现, 公司研发项目

的经费获批率(即批准额度和申请额度的比例)与
项目的新颖程度呈倒 U 型曲线关系, 中等新颖程

度的项目经费获批率最高 , 而新颖度高的项目 , 
经费获批率则较低。Boudreau 等(2016)对科研项

目申请书的分析也有类似发现, 申请书新颖程度

每提高一个单位, 该申请书的同行评议排名就下

降 4.5 个百分位。 
为何决策者会出现识别错误？一般认为, 拥有

丰富领域知识的专家才能胜任评估职责(Kaufman, 
Baer, Cropley, Reiter-Palmon, & Sinnett, 2013)。但

出乎意料, 决策者拥有丰富的领域知识似乎对降

低识别误差的帮助并不大。Siler 等(2015)分析了

医学领域三个最顶尖专业期刊的拒稿情况, 结果

发现, 后来在该领域产生最大影响的 14 篇论文, 
都曾向这三个期刊投稿但无一例外被拒稿。而且

其中 12 篇是编辑直接拒稿(desk rejection), 这说

明编辑认为这些论文没有价值, 甚至没有达到送

审标准。由此可见, 具有丰富专业知识和经验的

顶尖学术期刊编辑也经常出现严重失误。 
Berg (2016)认为, 决策者常常判断失误, 主

要是没有综合运用发散性和聚合性思维方法。他

比较了职业马戏团管理者和节目创作者预测马戏

节目是否受欢迎的准确率, 结果发现, 管理者的

预测显著比创作者差, 其眼光甚至还不如普通人

精准。作者推测, 由于角色不同, 管理者和创作者

采用了不同的思维技能。节目创作者需要综合运

用发散性思维和聚合性思维, 因而能更准确识别

节目的创意水平 ; 而决策者只采用聚合性思维 , 
依赖过往积累的常规经验来判断, 缺乏对创意产

生过程的开放性和敏感度 , 随之也失去了洞察

力。然而作者只限于猜测, 并没有直接检验思维

技能的作用。 
决策者的创意识别, 也是个人特征和环境因

素交互作用的结果(Zhou et al., 2017)。Zhou 等

(2017)发现 , 与预防定向的人相比 , 促进定向的

人给高新颖度的创意以更高评价; 同时, 环境因

素也影响创意识别, 当组织鼓励创新时, 员工对

新颖程度高的创意评价更高; 特别是, 当所处环

境强调要回避风险时, 预防定向的人对创意新颖

程度的评价更趋于保守。 
鉴于决策者创意识别的结果对组织创新效率

产生的重要影响, 全面分析决策者失误的主要原

因具有重要意义。目前这个方面研究处于起步阶

段 , 尚不充分 , 对影响因素的认识缺乏系统性 , 
仍需继续探讨。 
2.3  决策者心智模式对创意识别的影响 

Mueller 等(2018)关于决策者心智模式如何影

响创意识别结果的研究引发了新的关注。新近发

现, 一旦人们承担了决策者角色, 对高新颖度创

意的识别与评估效率就显著下降, 这是因为决策

者更经常采用经济性心智模式(economic mindsets)。
持这种心智模式的个体认为, 在判断、决策和行

动过程中, 需要优先考虑理性、效率、准确性、自

身利益等经济性指标(Molinsky, Grant, & Margolis, 
2012)。Mueller 等(2018)给参加者呈现一个新颖程

度较高的产品设计 , 并要求他们评价其创意水

平。实验室和现场实验的结果一致表明, 当评价

者得知该产品已得到目标受众的高度认可, 决策

者和非决策者的创意评估没有差异; 但如果得知

该产品尚未得到目标受众的高度认可, 决策者会

认为其缺乏新意 , 而非决策者则不会有这种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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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中介效应分析发现, 决策者确实持有更强的

经济性心智模式, 而正是这种心智模式使得决策

者对产品创意水平作出保守估计。 
心智模式是个体观察、描述、解释和预测外

部世界的内在心理机制(Rouse & Morris, 1986)。本

质上, 心智模式是个体主动构建的知识结构 , 即
对于特定领域中关键要素如何彼此相联系的内部

心理表征。透过自己的知识结构, 人们回答了“世
界是什么”和“世界如何运作”这两个关键问题, 并
用以指导自己的推理、判断和决策(Johnson-Laird, 
2010)。 

人们会围绕创造力形成自己的内隐理论(implicit 
theory), 用以解释诸如创造力的本质、高创造力个

体的特征、创造力的来源问题(Baas, Koch, Nijstad, 
& de Dreu, 2015; Loewenstein & Mueller, 2016)。
这正是个体描述、解释、判断和从事创造活动所

依赖的心智模式。由于决策者责任重大且任务繁

重, 常常需要快速决定是否给某个创意更进一步

机会, 这时尤其依赖心智模式作为判断和决策的

模板。Elsbach 和 Kramer (2003)为此提供了证据。

他们发现, 在好莱坞影片公司的高层管理者心目

中, 存在 7 类编剧原型(prototypes), 其中只有两

类原型具有创造潜能, 其他 5 类则缺乏创造力。

管理者常常需要在和素不相识的编辑首次见面后

的很短时间内决定, 是否和对方签约并购买其剧

本, 这种情况下, 只能通过原型匹配来判断其创造

力水平, 最终决定是否签约。Gralewski 和 Karwowski 
(2018)将教师对学生创造力的原型认知分为顺应

式 (adaptive and incremental creativity)和颠覆式

(innovative and radical creativity)两类。两类原型

都认为创造力高的学生富有创意、独立、有主见、

善于解决问题。不同之处在于, 持顺应式原型的

教师认为, 创造力高的学生能自律、有毅力、开

放性强; 而持颠覆式原型的教师则认为, 高创造

力的学生会表现出冲动、自律性低的特点。创造

力原型对教师如何评价学生的创造力表现产生重

要影响。持顺应式原型的教师, 对艺术能力强、

愿意和善于学习的女生的创造力表现评价更高 , 
但对那些积极参与科学探索活动的女生的创造力

反而持负面评价。但男生是否有类似行为表型 , 
则不会影响这类教师对其创造力的评价。持颠覆

式原型的教师, 倾向于认为服从性低的男生更具

创造力, 但女生是否表现出服从行为, 并不影响

教师对其创造力的评价。需要指出, 由于心智模

式常常是快速和自动化地起作用, 决策者自己也

难以觉察(Mueller et al., 2012)。如果决策者建构的

心智模式本身就存在偏差, 创意识别偏差无法避

免而且难以纠正。因而, 深入了解决策者的心智

模式如何影响创意识别与评估, 对组织创新的研

究和实践都有重要意义。 
Dweck 及其合作者提出的内隐理论尤其值得

关注(Dweck, 2006; Dweck, Chiu, & Hong, 1995)。
该理论认为, 普通人会针对人类基本特性(如智力, 
品格和人格特征)形成自己的朴素理论, 其主要内

容是关于人的这些特性保持固定不变, 还是变化

以及可塑的。据此提出两种不同的心智模式, 前
者为固着型心智模式(fixed mindset), 后者为成长

型心智模式(growth mindset)。持不同心智模式的

个体, 在对人的特性的基本假定和信念、认知加

工模式、动机、目标导向等方面都形成鲜明对比

(Levy, Plaks, & Dweck, 1999)。两者的核心差异在

于对于未知状态的态度, 固着型心智模式更加难

以忍受不确定性, 而成长型心智模式则对不确定

性抱有更加积极的态度, 详见表 1。 
成长型和固着型心智模式会影响个体的创造

力表现。与持固着型心智模式的个体相比, 持成

长型心智模式的个体在多用途测试和发散性思维

等测试创造力的任务上表现更好, 创新自我效能

感更强(Puente-Diaz & Cavazos-Arroyo, 2017), 对
自己的创造力表现评价更高 (Karwowski, 2014; 
O'Connor, Nemeth, & Akutsu, 2013)。但总体而言, 
将心智模式和创造力结合起来的研究较少, 而且

大多探讨其和创意产生的关系。例如 , Mumford
及其合作者发现, 学生自己所构建的心智模式的

质量, 和创意产生任务的绩效正相关(Barrett et al., 
2013; Hester et al., 2012; Mumford et al., 2012)。
Steele, Johnson 和 Medeiros (2018)开发创意评估

自我效能感的测量量表时, 测量了固着型心智模

式以检验该量表的区分效度, 结果发现, 两者不

存在显著相关。据目前掌握文献情况看, 除了这

项研究之外, 尚未有研究直接探讨成长型/固着型

心智模式如何影响创意识别的结果。 
2.4  已有研究述评 

笔者认为, 组织创造力和创新的研究存在若

干不足。第一, 组织创造力和创新的研究和实践

存在误区, 即重视员工的创意产生, 而忽视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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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固着型/成长型心智模式的差异 

 固着型心智模式 成长型心智模式 

基本假定和信念 人的特质固定不变 人的特质并非固定不变, 而是具有可塑性 

特质与行为的关系 行为完全由特质所决定 , 外在行为稳定反映人的

内在特质 , 因而通过观察外显行为可以对特质进

行准确的判断 

行为受内外部多种因素共同影响 , 并随情境不

同而变化。需经多方面持续观察一个人在不同

时空下的行为表现, 才能对之形成准确判断 

认知加工模式 快速的认知加工, 以尽早形成确定的认知和判断 动态的认知加工, 以彻底了解对象为目的 

认知需要 低, 追求认知智力活动需要较低, 不追求全面了解

事物 
高 , 积极追求高认知智力活动 , 力求全面了解

事物 

认知闭合需要 强, 即力求达到对事物的确定和封闭的认识, 回避

或消除认识上的含糊不确定性和开放状态 
弱, 能够忍受事物的不确定性 

不确定性容忍 低, 尽量回避任何不确定性, 倾向于维持熟悉的或

已知的确定的认识状态 
高 , 积极探索新鲜事物 , 接纳学习过程中的不

确定性和未知状态 

目标导向 绩效导向, 行动的主要目的是展现能力, 追求积极

评价, 回避负性反馈 
学习导向 , 注重通过参与活动来学习和掌握新

的知识或技能 

对失败的态度 失败是因为能力差, 自己不可改变的能力导致, 无
力克服困难, 倾向于无助性反应 

坚持努力、认清导致挫折的具体原因 , 以及寻

求新的解决问题的策略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相关文献整理总结] 

 
者角度创意识别的重要性。第二, 决策者创意识

别的研究刚起步, 尤其缺乏对识别准确性的关键

影响因素的深入探讨。第三, 已有研究较为零散, 
亟需采用清晰的理论框架作为指导开展研究。 

综上, 心智模式影响创造力的研究尚处于起

步阶段, 很多问题都值得探讨。已有的几个研究

仅探讨了心智模式如何影响个体创意产生的表

现。然而正如研究所示, 决策者会依赖自己所构建

的心智模式进行创意识别和决策(Elsbach & Kramer, 
2003; Mueller et al., 2018)。笔者认为, 探讨决策者

心智模式如何影响创意识别, 是组织创造力研究

的新议题。比如, 比较持固着型与成长型心智模

式的决策者 , 在创意识别过程中存在哪些差异 , 
就很有价值。 

3  研究构想 

根据创造力系统观 (Csikszentmihalyi, 1988, 
1999), 决策者、创造者和两者所在的组织均是创

新的利益相关者, 但在组织创新过程中发挥的作

用不同。决策者是组织创新过程中最核心的看门

人; 创造者通过提交创意参与组织创新, 其工作

成果主要体现为创意具有的核心特征; 组织当前

采取的创新模式和特征, 是决策者和创造者行动

的依据和制约条件。 
本项目以此为统领性理论框架, 从决策者视

角切入, 将决策者、创造者和组织环境三个子系

统都纳入到研究框架来, 通过现场研究和实验研

究相结合, 比较持固着型心智模式和成长型心智

模式的决策者在创意识别环节的差异, 揭示决策

者心智模式影响创意识别的内部作用机制, 并进

一步探讨决策者与创造者子系统或 /和组织创新

环境子系统的协同效应。拟开展四个研究, 研究 1
首先探讨决策者心智模式影响创意识别效果的中

介机制, 然后揭示决策者心智模式与创造者子系

统(研究 2)、以及与组织创新环境子系统(研究 3)
的协同效应; 研究 4 综合探讨三个子系统的联合

效应。总体框架如图 2 所示。 
3.1  研究 1：决策者子系统特征对创意识别的影

响及其内部机制 
研究 1 是整个项目的基础, 框架图见图 3。研

究 1 核心任务是揭示决策者作为组织创新看门人, 
其心智模式如何影响创意识别的结果。此外, 研
究 1 还需要解决对整个项目至关重要的关键问

题：1)与非决策者角色相比, 决策者的心智模式对

创意识别的影响是否更大; 2)如何在研究中测量

和操纵决策者心智模式。 
创新活动充满不确定性, 即使判断创意是否

具有新颖性都存在很大分歧(Siler et al., 2015; Zhou 
et al., 2017)。对其潜在价值或实施效果的预测, 误
差更是难以避免(Berg, 2016)。此外, 质量再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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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基于创造力系统观的总体研究框架 

 

 
 

图 3  决策者子系统特征影响创意识别的内部机理研究框架(研究 1) 
 

创意, 在初期阶段也有诸多不足, 都需要经过多

轮细化完善。如果决策者难以接受整个过程的不确

定性, 往往会保守估计, 因而低估其价值(Mueller, 
Wakslak, & Krishnan, 2014)。只有当决策者的不确

定性容忍度(tolerance of uncertainty)较高时, 才有

可能充分、全面地评估, 从而提高识别精度(Mueller 
et al., 2012)。因此, 不确定性容忍度和创意识别精

度正相关。 
不确定性容忍指个体在处于不确定性情境中

的认知、情绪或行为反应倾向。容忍度高的个体, 
更能接受不确定性并采取积极应对方式; 容忍度

低的个体, 则会感到困扰和有压力感, 有回避不

确定性的强烈意愿。持固着型心智模式的个体(以
下简称固着型)和持成长型心智模式的个体(以下

简称成长型)对不确定性的态度正好相反, 前者尽

量避免不确定性和模糊情境, 而后者则更能接受

不确定性(Levy et al., 1999)。前者常常依赖启发式

加工方式快速达成结论; 而后者认知动机更强(吴
梦, 白新文, 2012), 愿意通过系统的认知加工增

进对事物的全面了解 (崔诣晨 , 王沛 , 谈晨皓 , 

2016)。可以预计, 成长型决策者对不确定性的容

忍度更高, 进而创意识别精度更高。 
由于与非决策者相比, 决策者需要承担更多

责任, 他们感受到的不确定性会更强。对于固着

型决策者而言, 这种情境更难适应。为了消除不

确定性, 固着型决策者更有可能保守估计创意的

质量(Mueller et al., 2018)。综上, 研究 1 预期：与

持成长型心智模式的决策者相比, 持固着型心智

模式的决策者, 不确定性容忍度水平较低, 进而

其创意识别准确率更低。由此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评估者的心智模式和角色的交互作用显

著影响创意评估。具体而言, 持固着型心智模式

的决策者, 其创意评分显著低于非决策者; 如果

持成长型心智模式, 两者创意评估的分数不存在

显著差异。 
H2：评估者的心智模式和角色的交互作用显

著影响不确定性容忍水平。具体而言, 持固着型

心智模式的决策者, 其不确定性容忍水平显著高

于非决策者; 如果持成长型心智模式, 两者不确

定性容忍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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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3：不确定性容忍中介了心智模式和角色的

交互作用对创意识别的影响。 
研究 1 拟进行 3 个子研究, 研究 1a 为实验室

实验; 研究 1b 也是实验室实验, 但采用因果链的

方法进一步检验不确定性容忍的中介效应; 研究

1c 为现场研究, 目的是对上述实验结果进行交叉

验证。 
3.1.1  研究 1a：决策者心智模式影响创意识别的

实验室实验研究 
研究 1a 采用 2×2 组间设计, 探讨个体心智模

式(成长型/固着型)和角色(决策者/非决策者)如何

共同影响创意识别, 并进一步揭示不确定性容忍

的中介作用。 
研究 1a 方法：借鉴以往研究对于心智模式的

启动方法(Chiu, Hong, & Dweck, 1997; Hong, Chiu, 
Dweck, Lin, & Wan, 1999; O'Connor et al., 2013), 
比如要求被试阅读隐含着成长型或固着型心智模

式的材料 , 引导被试构建成相应类型的心智模

式。借鉴 Mueller 等(2018)的方法操纵角色, 承担

决策者角色的被试在创意评估任务中有最终决定

权, 创意评估结果完全由决策者决定; 非决策者

起专家的作用, 其评分会和其他人的评分一起计

算均值作为评价分数, 不具有决定权。通过预试, 
选择一个高创造性水平的创意作为实验材料(在 5
点量表中创意得分接近 5 分), 考察不同角色、不

同心智模式被试对创意的评估(如新颖性、潜在价

值、实施成熟度等指标)是否存在差异。 
研究 1a 预期结果：根据上述研究问题的推导, 

研究 1a 预期心智模式和角色交互作用显著影响

创意评估(对应于 H1), 表现为：持成长型心智模

式的两种角色的评分不存在显著差异; 持固着型

心智模式的两种角色存在显著差异, 决策者评分

较低; 在所有四种条件下, 持固着型心智模式且

承担决策者角色的个体, 创意评估分数最低(如图

4 所示)。 
两个因素交互作用影响不确定性容忍的模式

类似(对应于 H2, 见图 5)。不论是否承担决策者角

色, 持成长型心智模式的个体对不确定性容忍水

平都较高, 两者不存在显著差异; 持固着型心智

模式的个体的不确定性容忍程度存在角色差异 , 
决策者较低; 在所有四种条件下, 持固着型心智

模式且承担决策者角色的个体, 不确定性容忍程

度最低。 

 
 

图 4  心智模式与角色的交互作用对创意评估的影响

(研究 1a 预期结果) 

 

 
 

图 5  心智模式与角色的交互作用对不确定性容忍的影

响(研究 1a 预期结果) 

 
本项目还预期, 心智模式和角色的交互作用

经由不确定性容忍的中介效应最终影响创意评估

(如图 3 所示, 对应于 H3)。从数据统计分析角度

看 , 这属于被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 (Edwards & 
Lambert, 2007)。担任决策者角色且持固着型心智

模式的个体之所以对高水平创意的评价最保守 , 
是因为他们对不确定性容忍的程度最低。 
3.1.2  研究 1b：不确定性容忍的中介效应的因果

链检验 
研究 1a 采用统计分析的方法来检验不确定性

容忍是否起到中介作用。越来越多学者建议, 当中

介变量既可以有效操纵也能够测量时, 实验因果链

设计是检验中介效应的更严谨的设计(experimental 
causal-chain design) (Pirlott & MacKinnon, 2016; 
Spencer, Zanna, & Fong, 2005)。这种设计建议实验

分成两步：1)首先操纵自变量, 测量中介变量, 考
察自变量的操纵是否能导致中介变量发生符合预

期的变化; 2)通过另一个独立实验, 直接操纵中介

变量, 测量因变量的变化, 考察中介变量的操纵

是否导致因变量发生符合预期的变化。如果两个

独立实验的结果都符合预期, 则中介效应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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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研究中, 中介变量——不确定性容忍既

能实验操纵, 又可测量, 因而也采用因果链的方

法, 进一步检验其中介效应。研究 1a 是这种方法

的第一步, 研究 1b 则是完成第二步, 即设计独立

实验操纵不确定性容忍度(高或低两个水平), 考
察其和决策者角色的交互作用模式是否符合预期。 

研究 1b 方法：采用 2×2 组间设计, 直接考察

不确定性容忍(高/低)和角色(决策者/非决策者)如
何共同影响创意识别。借鉴 Mueller 等(2012)的方

法, 采用自传体写作的方法, 如要求被试写一篇

短文来支持某种观点, 启动被试对不确定性的态

度。高容忍度条件下, 被试的文章需要支持“任何

问题都存在多种正确的解决方案”这种观点 ; 而
低容忍度条件下 , 则写文章论证“任何问题都只

存在一种正确的解决方法”。决策者角色的操纵以

及实验任务, 和研究 1a 相同。 
研究 1b 预期结果：不确定性容忍和角色的交

互作用显著影响创意识别, 交互作用的模式与图

6 类似：不确定性容忍程度高时, 两种角色的评分

不存在显著差异; 当不确定容忍程度低时, 则存

在显著差异, 容忍度低的决策者评分较低; 在所

有 4 种条件下, 不确定性容忍低的决策者, 创意

评分最低。 
 

 
 

图 6  心智模式与角色的交互作用对创意评估的影响

(研究 1b 预期结果) 
 
3.1.3  研究 1c：决策者心智模式影响创意识别的

现场研究 
研究 1c 拟采用问卷调查方法, 对上述研究 1a

的实验结果进行交叉验证, 但存在两点不同：1)采
用问卷量表测量参加者的心智模式, 目前已经有

信效度稳定的测量工具(Karwowski, 2014); 2)研究

对象拟选择工作群体, 职位尽量多元化, 保证担

任决策岗位和不承担决策职责的样本量足够。 

3.2  研究 2：决策者子系统与创造者子系统的协

同效应 
如果研究 1 发现, 与非决策者相比, 决策者

的心智模式对创意评估的影响确实更大, 则从研

究 2 开始只以担任决策者角色的个体为研究对象。 
研究 2 探讨持不同心智模式的决策者的创意

识别准确性, 是否因创意特征的不同而不同。与

研究 1 类似, 研究 2 的假设推导的核心逻辑是：

由于固着型决策者倾向于降低创意识别过程中的

不确定性(Levy et al., 1999), 一项创意本身所蕴

含的不确定性越大, 固着型决策者低估其创意程

度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相对而言, 成长型决策者

由于对不确定性持中性甚至偏积极的态度, 受到

创意本身的不确定性高低的影响较少。 
创意特征也是创意识别的重要影响因素, 是

因为不同类型的创意本身所蕴含的不确定性程度

有差异。换而言之, 不同类型创意给评估者带来

的不确定性感知(perceived uncertainty)存在差异。

不确定性感知指个体无法确定一个事物或事件未

来如何变化的知觉和判断(Rafferty & Griffin, 2006)。
新颖性高的创意会导致更高的不确定性感知, 这
是因为人们总是依赖自己已有的知识储备来做出

判断。然而, 评估者难以在既有知识结构中为高

度新颖的创意找到合适的分类依据或判断线索 , 
由此所感知到的不确定性更高。多项研究表明 , 
高度新颖的创意反而常常无法得到评估者的好评

(Boudreau et al., 2016; Criscuolo et al., 2017), 这
可能与新颖创意蕴含的高度不确定性有关。 

创意−组织匹配度(idea-organization fit)也是

不确定性的重要来源(以下简称创意匹配度)。Dailey
和 Mumford (2006)发现, 在考虑一项创意能否进

入实施阶段, 评估者需要衡量该创意如下几个方

面的特征：(1)接受度, 即该创意是否被组织成员

所接受, 是否存在明显反对意见, 需要多长时间

才能得到认可; (2)对现有流程的干扰程度, 即如

果实施该创意, 对组织现有流程是否产生明显干

扰, 现有流程需要做多大调整和改变; (3)资源需

求度 , 即该创意的实施需要额外创设哪些条件 , 
需要多少人力、物力、财力的资源投入。参考其

内容, 我们将创意匹配度定义为该创意和组织现

有流程的匹配程度。创意实施如果对组织现有流

程产生明显干扰, 需要额外创设很多条件, 或者

可能引起许多员工的抵制与反对, 其匹配度就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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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就高。低匹配度的新颖创意为组织创新引入

了新的不确定性因素, 更有可能导致决策者感知

到更强的不确定性。 
综上, 创意的新颖性和匹配度都是通过影响

决策者的不确定性感知这一路径, 对决策者的创

意识别产生影响。高新颖性/低匹配度的创意增加

了决策者的不确定性感知水平, 而持固着型心智

模式的决策者恰恰对不确定性的容忍程度较低。

为了尽量降低创意识别的不确定性, 这种类型的决

策者最常见的应对方式就是降低对这些创意的评

价, 从而使自己从不确定的困境下解脱出来(Mueller 
et al., 2012)。因此, 高新颖性/低匹配度的创意遭

到固着型决策者否决或低估的概率大大增加。与

此形成鲜明对比, 成长型决策者对高新颖性/低匹

配度创意的评价有别于固着型决策者。成长型决

策者希望能利用机会增进学习, 愿意采用系统加

工方式全面了解。此外, 他们认为高新颖性/低匹

配度的创意更有可能为组织带来变化和挑战, 其
他方面保持一致情况下, 成长型决策者可能更青

睐这种创意。由此, 我们预期, 创意特征和决策者

心智模式存在交互作用, 共同影响决策者的创意

识别; 决策者的不确定性容忍和不确定性感知分

别是这两种因素的中介变量。由此提出假设 4 和

假设 5： 
H4：心智模式和创意特征共同影响决策者的

创意识别, 当创意的新颖程度较低(H4a)或匹配度

较高(H4b)时, 持不同心智模式的决策者对创意的

评估无显著差异; 当新颖程度较高(H4a)或匹配度

较低(H4b)时, 固着型决策者的创意评估得分显著

低于成长型决策者。 
H5：决策者的不确定性容忍和不确定性感知

分别是心智模式和创意特征影响决策者创意识别

的中介变量。换而言之, 心智模式和创意特征的

交互作用, 通过不确定性容忍和不确定性感知的

交互作用的中介, 最终影响决策者的创意识别。 
研究 2 拟进行两项独立的子研究(研究框架图

见图 7), 分别探讨创意的新颖性特征和切合度特

征如何调节决策者心智模式对创意评估的影响效

应。两个子研究均采用实验方法, 分别操纵创意

的这两项特征。 
3.2.1  研究 2a：创意新颖度调节决策者心智模式

对创意识别的影响 
创意新颖程度是创意识别的第一项任务, 因

而研究 2a 首先考察创意新颖度的调节效应。 
方法：两种心智模式的操纵同研究 1。通过

预试选择用于实验的创意, 保证所用到的创意在

新颖程度上有足够差异。 
预期结果：心智模式和创意新颖程度交互作

用显著, 表现为：两类心智模式的决策者对低新

颖度的创意评价都低且无显著差异; 心智模式和

创意新颖程度交互作用体现在, 在评价高新颖度

创意时, 固着型决策者的评价显著低于成长型决

策者。两者的交互作用会进一步转化为不确定性

容忍与不确定性感知之间的交互作用, 该假设属

于被中介的调节效应模型, 借助统计分析方法加

以检验(Hayes, 2013)。将不确定性容忍与不确定

性感知的乘积项加入回归模型之后, 其回归系数

显著, 而心智模式和创意新颖程度乘积项的回归

系数不再显著或者显著变小。 
3.2.2  研究 2b：创意匹配度调节决策者心智模式

对创意识别的影响 
研究 2b 探讨创意匹配度的调节效应。 

 

 
 

图 7  决策者子系统与创造者子系统协同效应的研究框架(研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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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两种心智模式的操纵同研究 1 及研究

2a。通过预试选择用于实验的创意, 保证所用到

的创意在匹配度上有足够差异。 
预期结果：心智模式和创意匹配度交互作用

显著, 表现为：持成长型心智模式的决策者, 对创

意的评估不会受到匹配度的影响; 持固着型心智

模式的决策者, 对低匹配度的创意的评价显著低

于高匹配度的创意。同样采用被中介的调节效应

模型来检验假设 5。 
3.3  研究 3：决策者子系统与环境子系统的协同

效应 
研究 3 探讨决策者心智模式与组织创新环境

的特征如何交互作用, 共同影响创意识别。从创

造力系统观看, 组织的既有创新积累和正在开展

的创新活动, 是组织成员创新的信息来源, 同时

也是其开展创新活动所需要遵循的准则和依据

(Csikszentmihalyi, 1988, 1999)。作为组织的一员, 决
策者的创意识别也受到组织创新环境特征的影响。 

组织的创新活动分为开发式创新(exploitative 
innovation)和探索式创新(exploratory innovation)
两类。前者指那些旨在改进现有产品、瞄准既有

市场领域的技术创新活动; 后者指那些旨在研发

新产品、开拓和培育全新市场领域的技术创新活

动(Benner & Tushman, 2002; He & Wong, 2004)。
企业需要根据自身发展阶段、资源情况来决定采

用什么创新策略(杨学儒, 李新春, 梁强, 李胜文, 
2011)。有些企业选择双元平衡战略(ambidexterity), 
同时开展两种创新并在两者之间维持平衡(Benner 
& Tushman, 2003)。有些企业则采取间断平衡战略

(punctuated equilibrium), 即在某个特定阶段将注

意力集中于其中一种, 并根据外部环境和组织资源

的变化, 择机将注意力转移到另一种(Gupta, Smith, 
& Shalley, 2006)。 

开发式创新是在较平稳的环境下开展, 创新

目标和方向的制定、创新方法的选择都有据可依, 
所导致的不确定性程度较低。与其不同, 探索性

创新面临的风险更高, 随之所导致的不确定性更

高。笔者认为, 组织创新战略构成了决策者创意

识别的环境特征, 能够调节决策者心智模式对其

创意识别的影响效应。具体而言, 当组织主要开

展开发式创新时, 决策者的不确定性感知水平较

低, 固着型和成长型决策者对创意质量的评价不

存在显著差异; 而探索式创新活动激发了决策者

的不确定性感知, 出于降低不确定性的目的, 固
着型决策者对创新活动持保守态度, 对相同创意

的评价将低于成长型决策者。由此提出假设 6： 
H6：心智模式和组织创新活动共同影响决策

者的创意识别, 以开发式创新为主时, 持不同心

智模式的决策者对创意的评估无显著差异; 当组

织主要开展探索式创新活动时, 固着型决策者的

创意评估得分显著低于成长型决策者。 
研究 3 进行现场研究, 通过问卷法收取数据, 

以更好反映组织创新模式这个变量, 提高研究的

生态效度。与研究 2 一致, 以承担组织创新活动

决策职责的各级管理者为调研对象。为了增加组

织创新模式的变异, 需要在多个组织中进行数据

收集。另一方面, 为了保证在不同组织收集的调

查数据具有横向可比性, 借鉴 Zhou 等(2017)的方

法, 为所有参与者提供统一的创意集合, 控制创

意质量的影响之后, 考察决策者心智模式和组织

创新模式如何共同影响决策者的创意识别结果。

通过预试收集适合的若干创意, 构成所需的创意

集合。 
3.4  研究 4：决策者、创造者和环境三个子系统

的联合效应 
研究 2 和研究 3 探讨创意特征或组织创新环

境特征与决策者心智模式的二阶交互作用, 在此

基础上, 研究 4 进一步探讨三个子系统的三阶交

互作用。 
根据研究 2 和研究 3 的逻辑推导, 无论是创

意特征(新颖度/匹配度), 还是组织环境特征(开发

式创新或和探索式创新), 都是通过影响决策者的

不确定性感知来影响其创意识别结果。低新颖度

(或高匹配度)的创意和开发式创新活动并不会导

致明显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 决策者的心智

模式不会成为影响创意识别的主要因素, 因而, 固
着型或成长型决策者的创意识别不存在显著差异。 

心智模式对决策者创意识别的影响, 主要体

现在评估高新颖度(或低匹配度)创意或者在探索

式创新活动情境下。对于持固着型心智模式的决

策者而言, 当组织以探索式创新为主要创新模式

时, 高度新颖或匹配度低的创意将带来更高程度

的不确定性。固着型决策者通常通过降低对这类

创意的评价来消除或减缓不确定性感知(Mueller et 
al., 2012)。相对而言, 持成长型心智模式的决策者

能接纳甚至拥抱创新活动中的不确定性, 对高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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颖(或低匹配度)创意持开放态度, 更有可能识别

和认可这类创意的价值。因此, 在探索式创新活

动中, 固着型决策者对高新颖度(或低匹配度)创
意的评价和认可程度 , 将显著低于成长型决策

者。以开发式创新为主的组织创新战略, 以及常

规 (或高匹配度 )创意不会导致明显的不确定性 , 
固着型决策者无须为了消除不确定性感知而对这

类创意持保守态度, 因而能更准确评估这类创意

的质量, 且与成长型决策者的评价不存在显著差

异。由此提出假设 7。 
H7：心智模式、创意特征和组织创新活动存

在三阶交互作用, 共同影响决策者的创意识别。

具体而言 , 当组织主要开展探索式创新活动时 , 
固着型决策者对高新颖(H7a)或低匹配度(H7b)创
意的评估得分显著低于成长型决策者; 其他条件

下, 持不同心智模式的决策者对创意的评估无显

著差异。 
以创意的新颖程度为例, 绘制创意特征和组

织创新活动的三阶交互作用模式示意图(见图 8)。
笔者预期, 匹配度与两因素的交互作用模式类似, 
因而不进行图示。 
 

 
 
图 8  决策者、创造者和环境子系统的三阶交互作用示

意图(研究 4) 

 
研究 4 同样以承担组织创新活动决策职责的

各级管理者为对象, 但采用准实验设计, 操纵创

意特征(新颖度或匹配度), 测量决策者心智模式

以及组织创新模式。具体而言, 借鉴 Mueller 等

(2018)的方法操纵待评估创意的特征 , 所有参加

者都被要求在阅读了同一个创意的详细描述后 , 
对其质量进行评估。参与者随机分半, 其中一半

参加者通过阅读材料得知该创意被大多数专家认

定为非常新颖(或匹配度低), 另一半则通过阅读

材料得知, 该创意被大多数专家认定为新颖度低

(或匹配度高)。从研究 3 开发的创意集合中选择合

适的创意。 
由于三阶交互效应已经非常复杂, 如果还要

考察创意的新颖性和匹配度两者之间的交互作用, 
将产生四阶交互作用。除了对数据要求极高之外, 
四阶交互作用的解释和理解本身就非常困难, 所
以极少研究会探讨。因此, 本项目单独考察新颖

性和匹配度与另外两个因素的三阶交互作用。此

外, 单独考察两种特征和其他两个因素的协同效

应, 可以对三阶交互效应进行交叉验证。 

4  理论建构与创新 

现有关组织创造力与创新的研究和管理实践

大多只关注创意产生或创意实施阶段, 本项目尝

试从组织创新决策者的角度入手, 以创造力系统

观(Csikszentmihalyi, 1988, 1999)为理论框架, 探
讨作为组织创新活动看门人的决策者, 如何在纷

繁复杂的情境下进行创意识别。具体来说, 本项

目聚焦决策者的心智模式, 比较持固着型心智模

式和成长型心智模式的决策者在创意识别环节的

差异, 揭示决策者心智模式影响创意识别的内部

作用机制 , 并进一步探讨其如何与创造者子系

统、组织创新环境子系统相互作用, 共同影响决

策者的创意识别结果。 
本项目的结果将有助于回答三个关键科学问

题。第一, 决策者的心智模式是否是影响其创意

识别效率的主要因素。进而, 在履行组织创新看

门人职责时, 持固着型或成长型心智模式的决策

者的创意识别中是否存在差异, 固着型心智模式

是否是导致决策者出现创意识别偏差的内在心理

基础。第二, 不确定容忍度是否是决策者心智模

式影响创意识别的内在机理。此外, 持固着型和

持成长型心智模式的决策者在许多方面都存在差

异, 成长型决策者的创意识别优于固着型决策者, 
是否是因为前者的不确定容忍程度较高。第三 , 
决策者、创造者和环境三个子系统的协同效应如

何体现。决策者心智模式对创意识别的影响, 如
何受到创意特征和组织创新环境特征的调节。换

而言之, 固着型心智模式所导致的创意识别偏差, 
在哪些情况下会更加凸显。 

本项目的特色和创新点体现在如下几个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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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首先, 为组织创造力领域提供了新视角。和

组织创造力现有大多数研究的取向不同, 本项目

并不是从创造者角度探讨组织如何促使员工提出

更多新创意, 而是从决策者角度探讨组织如何能

更准确识别和选择高质量的创意。事实上, 组织

创新失败常常并非由于一线研发员工无法提出新

颖且有价值的创意, 而是组织决策层出现重大误

判, 将许多优质创意错误否决掉。鉴于决策层对

组织创新成效的影响远超负责研发的一线员工

(Mollick, 2012), 从创意产生转向创意识别是组织

创造力领域的新方向, 无论是对于本领域的实证

研究还是管理实践, 都有重要意义。 
其次, 将心智模式理论引入组织创造力与创

新领域的研究, 不但为本领域引入了新议题, 还
有助于深化研究的深度。许多研究表明决策者常

常犯错(Mueller et al., 2012; Mueller et al., 2018; 
Siler et al., 2015)。而本项目则指出, 决策者的心

智模式可能是决定其能否成为伯乐的主要心理机

制。通过系统比较持固着型或成长型心智模式的决

策者在创意识别过程中的差异, 并揭示导致或放

大此类差异的中介机制及边界条件, 本项目有望

深入探讨决策者的内部心理表征如何影响其创意

识别, 拓展组织创造力与创新研究的范围和深度。 
再次, 将创造力系统观引入组织创造力与创

新领域, 为本领域引入了统领性理论框架。正如

Zhou 等(2017)所指出, 决策者并非单独施加其影

响, 而总是和环境因素交织在一起, 共同决定创

意识别的结果。此外, 组织创新的不同主体承担

各自职责, 与负责创意产出的创造者不同 , 决策

者主要扮演看门人角色, 以识别、支持、甚至否

决他人创意的方式参与组织创新, 发挥独特作用

(Mueller, 2017)。借鉴系统观的思路, 本项目同时

将决策者、创造者、组织环境三个子系统纳入到

研究框架中, 但聚焦于决策者在创新活动中扮演

的看门人角色, 并探讨三个子系统的协同效应。创

造力系统观为理解和推进组织创新提供了新思路, 
可以作为组织创造力与创新研究的指导性框架。 

最后, 本项目还可为创造力系统观的发展和

完善提供实证依据。该理论虽然指出了决策者的

重要角色是看门人, 但并没有阐述决策者如何做

才能更好履行此角色。本项目探讨心智模式如何

在决策者履行看门人角色的过程中发挥作用, 研
究成果对理论的精细化有一定贡献。 

本项目对组织创新的管理实践也有重要启

示。第一, 转变组织创新的思路, 从鼓励员工创意

产生转变为提升管理层的创意识别。诸多机构投入

了大量资源来提升员工的创新能力、意愿和绩效。

诚然, 员工高质量创意的产出可以促进组织的创

新进程。然而, 决策者因素对组织创新绩效的影响

更大。重视并优化组织创新决策的效率, 是机构

开展创新的新思路。第二, 认识并重视组织管理

者在创新过程中的决策职能。各层级领导者在组

织创新中的两类职能已得到广泛认可(Mainemelis, 
Kark, & Epitropaki, 2015)。一是作为推进者, 激励

他人开展创新, 或为其提供资源支持; 另一种是

直接作为创造者, 指挥下属参与以实现自己的创

意, 或者在整合他人创意的基础上生成新创意。

此外, 领导者还需要通过识别他人创意来设定或

改变组织创新的方向, 这种创新决策职能非常重

要, 但尚未得到广泛认识。第三, 本项目关于决策

者心智模式的研究成果, 可以为组织各层级管理

人员避免决策陷阱提供借鉴。决策者需要自我审

视, 意识到自己既有的心智模式——即对创造力

和创新的本质的内隐认知和知识结构——会以微

妙方式影响组织创新的方向。对于持固着型心智

模式的决策者而言, 更需要加强自我觉察和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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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arls are everywhere but not the eyes: The mechanism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of the influences of decision maker's  

mental models on idea recognition 

BAI Xinwen1; QI Shuting1,2; MING Xiaodong1,2; ZHOU Yiyong1,2; HUANG Mingquan1,2 
(1 CAS Key Laboratory of Behavioral Science, Institute of Psych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Abstract: As one of the major limitations in organizational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research, much 
endeavor has been focused on idea generation rather than on idea recognition. Recognizing creative ideas 
among many options is the most crucial stage in the long process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and 
contributes more to its success than generating ideas does. The critical role of decision maker’s mental 
model—the knowledge and belief structure that individuals use to describe, interpret, predict outside world, 
and to make judgment and decisions—on idea recognition has yet been examined. By adopting 
Csikszentmihalyi’s (1988, 1999) system view of creativity, the current study aims a) to demonstrate the 
difference in idea recognition accuracy between decision makers holding a fixed mindset or a growth 
mindset; b) to reveal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decision makers’ uncertainty tolerance decision makers; and c) 
to investigate the moderating effects of idea features and the pattern of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practice. 
The current study contributes to organizational creativity and innovation literature by introducing a new 
perspective to this field. Also, decision makers can gain insight on how to avoid costly mistakes by 
reflecting on and modifying mental models of their own. 
Key words: organizational creativity & innovation; decision makers; idea recognition; mental models; 

fixed/growth minds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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